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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与江南文化

———纪念夏衍 １２０ 周年诞辰

周　 斌

摘　 要： 夏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杰出的革命文艺家、 国家有

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 作为一位现代文化大家， 夏衍的文化活动、 文艺创作和各类著述为后世留下了丰

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这些思想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传承和大力弘扬。 在纪念夏衍 １２０ 周年诞辰之时， 从

地缘政治和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夏衍与江南政治文化的关系， 是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总体上来说， 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 江浙俊杰贤达则对夏衍的思想、 人格和

作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而夏衍的创作又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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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杰出的革命文艺家、 国家有杰

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夏衍 １２０ 周年诞辰。 作为一位现代文化大家， 夏衍的文化活动、 文艺创作和各类著

述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 这些思想文化遗产理应得到很好传承和大力弘扬。 此前， 关于

夏衍的文艺创作及其各类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 如

何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夏衍及其成就和贡献， 以利于更好地了解与把握其思想文化遗产， 则是一个需

要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依据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人的层面来说， 地理因素会影响民族的性格和文化发展。 同时， 从地域

文化的观点来看，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 造就一方社会、 哺育一方人才。
因此， 从地缘政治和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夏衍与江南政治文化的关系， 是进一步深化夏衍研究的一

个重要环节。

一、 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

从历史上看， 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 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地域文化区域。 江南的核心区域是

“吴越” 地区， 所谓 “吴越” 地区， 主要是指今天的江苏省、 浙江省和上海市。 “吴越” 一词， 始自春

秋时期， 当时的吴国约在今天的江苏一带， 而越国则约在今天的浙江一带， 于是后人便以 “吴越” 来

称呼这个区域。 因此，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 它既是江浙的地域文化， 也是江南文化的主体构成

部分。
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 历史上六朝以后的 “吴越” 地区，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 “吴越”

地区， 无疑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它形成了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 应该看到， 地域文

化特点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客观自然环境在长期互相渗透与交互作用下逐步融合而显现出来的， 它是生

活在该区域的人群自身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 一方面， 地域文化是在不

断变化中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 它往往随着该区域各类人群各种活动的不断展开以及社会政治经济的



第 ６ 期 周　 斌： 夏衍与江南文化

发展变化而陆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淀下来； 另一方面， 它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始终保持着一些

使之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独特品质。 而在此过程中， 诸如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 气候条件等自然环

境， 常常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而规定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 正因为如此， 吴越文化与其

他地域文化的主要差异， 也是由于自然条件、 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政治变革等客观条件而自然形成

的， 并对该区域的人群产生了影响。 由于江浙地区 “水土柔和， 人性柔慧”， 故而形成了吴越文化 “儒
雅平和， 崇文尚智” 的特点。 吴越地区民性较聪慧、 灵活、 坚韧； 吴越人的性格往往外柔内刚、 为人

谦和、 讲究礼节。 而吴越地区的各种文化艺术， 也注重追求精雅柔婉之美。
　 　 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夏衍， 从小就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 他所具有的平民情怀、 奋斗精神和人文素

养， 主要来自于其从孩提时代到青年学生这段早期的人生经历在家庭和家乡的耳濡目染， 以及早年所

受到的各种教育和文化熏陶。
夏衍出生时， 其原来富裕的家庭已经败落。 他 ３ 岁时父亲突然病逝， 家里日渐贫困， 母亲徐绣笙带

着 ６ 个孩子只好靠典当借贷和养蚕过日子。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１４ 岁的哥哥到当铺做了学徒，
大姐嫁给舅父的长子做了 “填房”， 三姐则被 “送” 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 因为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自然得到了母亲的宠爱， 故而无论在人生态度、 生活习惯还是人格品质等方面， 母亲都是他最好的启

蒙老师。 其母出生于浙江德清县的名门望族徐家， 从小接受过很好的家教， 属于大家闺秀。 她虽然识

字不多， 文化程度不高； 但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却通情达理， 能处处宽厚待人。［１］ 同时， 她还知道许多文

史掌故和 《三国演义》 《水浒传》 里的故事， 并酷爱戏剧。 大凡农村庙会演戏， 不论是京剧还是绍兴大

班等其他剧目， 她都一定要去看， 而且要看到最后一出结束才离开。［２］ 她为人很善良， 不仅常常接济乡

亲邻里中一些比自己家更加穷困的人， 而且对夏衍祖母殴打和虐待婢女有强烈的反感， 并反复叮嘱出

嫁的女儿：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买丫头。 她思想很开明， 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一辈子既不念佛更不烧

香， 从来没有跨过寺庙的门槛。［１］（４）她性格也很坚强开朗， 从不向生活中的困难低头， 而是努力凭借自

己的辛勤劳动去克服这些困难。 母亲的这些品格通过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夏衍的人格形成和道德规范，
甚至她爱好戏剧和特别爱猫的癖好也传给了夏衍。

当夏衍到了读书年龄时， 被其姑母接到身边去上学。 姑母家是一个有钱的大家族， 家中表兄们吃穿

用的都是高档物品， 而寄人篱下的夏衍所用的都是他们剩下来的东西。 处于这样的环境， 面对此类情

况， 夏衍心中充满了羡慕、 自卑和委屈。 其母亲察觉到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和烦恼， 遂让才上了一年半

小学的夏衍退学回家自学。 到他 １２ 岁时， 被舅舅接到身边读完了小学。 虽然夏衍的考试成绩在学校里

名列第二， 但因为家里穷困潦倒已至断炊之境地， 所以无钱继续升中学读书。 他只好再次中断学业进

了一家染坊去做学徒。 半年的学徒生涯既使他品尝了工人劳作的辛苦， 也由此得到了艰苦生活的磨练，
同时， 对社会现状和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也有了初步了解。 这一段生活体验使夏衍难以忘怀， 他后

来曾说： “在染坊当学徒的时间很短， 但是染坊工人的生活、 劳动， 特别是练工们手掌上的蜂窝趼， 却

一直凝记在我的心中。” ［１］（１７）

由于他在小学读书时成绩优异， 当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招生时， 每个县可以保送两名优等生入

学， 于是他便被保送到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因为该校要培养有见解、 有技术的工业人才， 所以就

要求学生有坚强的体质、 健全的道德、 丰富的知识、 果毅的精神和娴熟的技能， 夏衍在这几方面都受

到了学校较严格的训练和培养。 由于家境贫寒， 他在校期间从未有过一双像样的鞋， 在江南的梅雨季

节里， 他的一双脚总是浸在湿溻溻的鞋里。 别的同学可以向校役定买点心， 他却想都不敢想， 甚至好

朋友分一点给他， 他也尝都不敢尝。 凡此种种不仅磨练了夏衍克服困难的毅力， 而且也培养了他努力

奋斗的志气和不断拼搏的上进心。 他认为： 既然不能与其他同学在生活上比贫富， 那就比成绩吧。
“ ‘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这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头。” ［１］（２１）于是， 夏衍通过刻苦努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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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各方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 他后来曾回忆说： “当时， 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 叫 ‘两榜秀

才’， 因为每学期考试成绩我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而同时， 每学期催缴膳杂费的榜上， 我也经常 ‘榜上

有名’。” ［２］正是这样的生活经历， 让夏衍对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有了初步的体验和思考。 由于他从小吃

过苦， 不仅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 而且还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 可以说， 对于旧社会黑

暗制度的不满和反抗， 少年时代就已经在夏衍心里扎下了根子。 这也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

要原因。［３］同时， 也使他形成了在困境中自强不息、 努力奋斗的精神品格。
２０ 世纪初， 时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变迁使夏衍开始更多地关注家庭与校园外面的世界， 尤其是 “鉴

湖女侠” 秋瑾的事迹使他深感触动。 他曾说：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 我还在蒙馆念书， 这一悲壮的消

息传到杭州， 也曾在我和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 辛亥革命之后， 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

烈士的诗文集。 一九一八年， 我在中学念书， 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乃绩先生 （他是绍兴人） 给

我们讲解了 ‘秋风秋雨愁煞人’ 的诗， 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 当时， 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
‘秋瑾的死， 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 也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 这一年， 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
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 ［４］ 于是， 夏衍开始阅读 《新青年》 等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

的书刊， 并与一些追求进步的同学交朋友。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他积极参加杭州学生声援北京学

生的爱国运动， 同时还与同学们一道创办了当时浙江第一个进步刊物 《双十》 （第 ２ 期改为 《浙江新

潮》 ）。 他在刊物上接连发表了 《评杭州的四家日报》 《印刷物也要管理的么》 《你没有看见么》 等一

些抨击时弊的文章， 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 夏衍初步表达了自己改造旧社会、 打碎黑暗制度的理想追

求。 显然， 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的 ５ 年， 是夏衍的思想品质和人生理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 由于明清以后 “浙东学派” 的启蒙影响较大， 其 “经世致用” 的观念在浙江知识分子和青

年学生中已经深入人心。 为此， 虽然夏衍一直爱好文学和哲学， 但当他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并以

优异成绩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机会后， 他在日本所选择学习的专业仍然是工科。 这种选择一方面是

因为他原来在国内学的就是工科， 同时因为出身贫寒也考虑到以后就业的需要； 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他

已具有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的志向。 在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留学期间， 严格的学习要求和一定的军事训

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 坚韧执着的 “顽张” 作风。 夏衍在完成课程学习的同时， 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

了大量中外文艺作品， 并认真研读了 《共产党宣言》 等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日译本。 这些书籍

的阅读所获得的知识， 与此前吴越文化中儒学传统的学习积累， 以及对于苦难祖国前景的不断思考，
让夏衍放弃了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的梦想， 开始自觉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 １９２４ 年 １１ 月， 孙中山途经

日本时， 夏衍和同学专门前去谒见孙中山， 并当场经李烈钧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此后担任了国民党

（左派） 海外部驻日总支部常委、 组织部长。 １９２７ 年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爆发后， 夏衍被国民党

（右派） 开除出党。 同年夏天， 夏衍回国后在上海遇到了浙江贤达、 国民党元老经亨颐， 在他的指点

下， 决定留在上海观察局势发展再做今后打算。 此后在同乡、 同学蔡叔厚的机电公司里结识了浙江俊

杰、 中共地下党员张秋人、 杨贤江等。 在与他们的接触交谈中， 他明确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 就在

该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 夏衍在明治专门学校的同学郑汉先、 庞大恩的介绍下， 义无反顾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由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如同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一样， 夏衍也弃工从文， 他广泛接

触文艺界的朋友， 翻译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 积极撰文写作， 开始走上了革命文艺

之路。
夏衍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 既受到吴越文化和儒学传统的熏陶， 并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 也受

到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和影响， 初步形成了其思想性格和理想追求。 在 １９２０ 年秋至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日本留

学期间， 他又受到了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 不仅开阔了视野， 增长了学识， 并在性格作风中融

入了一些新的元素； 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最终选择了为解放全人类而努力奋斗的共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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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方向。 在其人生历程中， 他始终保持着吴越文化中的儒雅平和、 坚韧灵活、 外柔内刚、 讲究礼节

等特点， 可以说， 吴越文化元素是夏衍性格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 例如， 他在隐蔽战线曾执行和完

成过许多重要任务， 但却很少提及这些事情， 甘当无名英雄； 他曾给别人写过或修改过一些剧本， 但

却不愿意署名， 不计较名利； 他广交朋友， 乐于助人， 特别愿意帮助提携年轻人； 他于 “十年动乱”
中受到摧残， “在 ８ 年 ７ 个月的监禁生活中受了很多苦， 肩上的锁骨被打断， 眼睛受到严重损伤， 落下

一条残疾的右腿， 但他回来后， 从不对人 （即使对家里的人） 多讲狱中的事情。 别人问他 ‘文革’ 中

的事， 他也从来不肯多讲。 他的身体逐渐恢复后， 却常常对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严肃的、 认

真的反思” ［５］ ； 他把自己获得的一笔国际文化交流奖金捐献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 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

育； 他把自己的藏书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把自己收藏的 “扬州八怪” 和齐白石的书画等捐赠给浙江

博物馆， 还把自己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和一批邮票珍品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一不要发奖金， 二不要

给奖状”；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当其病情遽然转危之际， 身旁人急着说 “快去叫医生” 时， 已处于半

昏迷状态的夏衍却纠正说： “不是叫， 要说 ‘请’。” 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他以自己的斯文

和礼貌， 在不经意间为其儒雅知识分子的形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 江浙俊杰贤达对夏衍思想、 人格和作风的影响

江浙地区历来以 “人杰地灵” 著称， 在各个历史时期， 各类优秀人才层出不穷； 正是他们在各方

面的建树和贡献， 使江南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 在夏衍的人生历程和革命道路上， 在他的思想、 人格

和作风形成的过程中， 不少江浙俊杰贤达在潜移默化中对其产生过较大影响。 无论是瞿秋白、 周恩来、
潘汉年、 蔡叔厚、 杨贤江等， 还是鲁迅、 茅盾、 胡愈之、 夏丏尊、 叶圣陶、 郁达夫、 郑振铎、 洪深、 吴

觉农、 沈兹九等， 都曾使夏衍在与他们的长期交往中耳濡目染， 获益匪浅。 其中以瞿秋白、 周恩来、
潘汉年对他的影响尤为显著。

瞿秋白是夏衍认识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人， 并曾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

运动。 瞿秋白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给夏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使之难以忘怀。 在瞿秋白牺牲多

年以后， 夏衍在 《追念瞿秋白同志》 一文中曾真实、 细致地记录了这种深刻印象。 他说， 两人第一次

见面的时候， 给他介绍的同志并没有说出瞿秋白的真实姓名， 但是通过几次谈话， 他就知道与他谈话

的乃是著名的 《赤都心史》 的作者。 而 １９３１ 年正是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期， 身处这样一个危险时

期， 瞿秋白给他的第一印象， 乃是出乎意外的安详和平静， 布置工作十分细致， 态度很舒坦； 这与同

一时期某些领导人激昂、 焦躁， 乃至若干轻率的态度，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当时正是中共六届四

中全会之后， 瞿秋白受到了党内 “左” 的教条主义、 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和排挤， 个人处境并不好。
但是， 在夏衍和他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 却丝毫没有感觉到他受打击和排挤之后的那种委屈、 沮丧的

心情。 在两人的日常谈话中， 瞿秋白的谈吐非常乐观、 潇洒和幽默； 但当谈到一些具体工作时， 他的

态度则格外生气勃勃， 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 他表现出强烈的同仇敌忾的情绪。 瞿秋白

那种旺盛的革命斗志， 忘我的工作精神， 及其在对敌斗争中所具有的高度警惕性， 让夏衍在许多日常

琐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体验到。 夏衍认为： “从仪表， 从谈吐， 乃至从他日常生活来看， 秋白同志

是一个典型的 ‘书生’。 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哔叽袍子， 平顶头， 举止斯文得很， 善于欣赏各种美好的东

西， 读到一篇好的文章他会反复背诵， 逢人介绍。 可是， 当接触到工作， 接触到理论斗争， 他就一变

而为一个淬厉无前的勇猛的斗士。 他的文章辛辣锐利， 又是娓娓动人而富于说服力和逻辑性。” ［６］ 从上

述这些描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夏衍对瞿秋白人格气质与个性特点的细致观察和准确把握。 对于斗争经

验还不是太丰富的青年夏衍来说， 见贤思齐， 瞿秋白显然是他学习的好榜样。
同时， 也正是在瞿秋白的同意和支持下， 夏衍和阿英、 郑伯奇才能答应明星影片公司的邀请， 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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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影界。 此后， 夏衍又担任了党的电影小组组长， 并组织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开始了占领电影阵地

的各项工作， 从而在电影创作、 理论批评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由此奠定了国产进步电

影创作发展的坚实基础。 倘若当年没有瞿秋白的同意和支持， 夏衍等人无法顺利进入电影界开展各项

工作， 中国电影的发展也许会是另一种情景， 夏衍的人生道路也肯定会有所不同。 的确， 瞿秋白和夏

衍都是早期中共党员、 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中国革命， 他们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 这种情怀

表现在他们身上则都具有一种革命家和文化人的双重气质， 也就是说他们既是坚贞不渝的革命家， 也

是才气横溢的文化人， 这两种气质有机融合交织在一起， 使他们既不同于一些职业革命家， 也不同于

一些单纯的文化人。［７］

作为 “绍兴三杰” 之一的周恩来 （另外二杰是秋瑾和鲁迅）， 则是夏衍最敬重的中共主要领导人。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 夏衍曾长期在他的领导下从事文化、 新闻、 统战、 外事等各项工作， 不

仅与其交往最多， 而且得到的指导和帮助也最多。 对于夏衍来说， 周恩来是其真正的良师益友。 周恩

来逝世以后， 夏衍曾先后撰写了 《巨星永放光芒———纪念周恩来同志诞生八十周年》 《永远难忘的教

诲》 等纪念文章， 深情回忆了周恩来的高尚品格和给予他的指导与帮助。
首先，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导下， 夏衍的主要工作进行了跨界转换， 他从文艺界进入新闻界， 从主

要从事文学、 电影工作转换为主要从事新闻、 统战工作， 不仅拓展了工作领域， 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

工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而且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与接触， 在作风、 气质、 修养等方面也有了

改善和提高。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夏衍奉周恩来之命与郭沫若一起创办了 《救亡日报》， 并担任该报总编辑，
先后在上海、 广州、 桂林负责编辑此报； 皖南事变后， 他又奉命到香港， 参与创办了 《华商报》； 太平

洋战争爆发， 香港沦陷后， 他又奉命到重庆进入周恩来直接领导的 《新华日报》 社， 并曾一度担任该

报代总编辑； 抗战胜利后， 他则奉命回上海恢复了 《救亡日报》 （改名为 《建国日报》 ） 和 《消息》
半周刊， 当该报刊被国民党查封后， 他又奉命去新加坡， 参加了胡愈之主持的 《南侨日报》 的工作；
仅干了半年， 即被当地政府 “礼送出境”， 重返香港， 又参加了 《华商报》 的工作， 直到 １９４９ 年上海

解放前夕， 奉调离开香港。 虽然这十二年新闻工作的经历是十分曲折坎坷的， 但夏衍却认为 “这十二

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 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 ［１］（２６７） 因为在此过程中， 他在周恩

来的具体指导下， 学会了如何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 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夏

衍最初奉命创办 《救亡日报》 时有些畏难情绪， 周恩来看到他面有难色， 便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对他进

行了开导， 耐心地给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 经济、 军事等方面的形势发展， 并要求他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做好宣传和统战这两项重要工作； 还告诫他不要怕困难， 要有克服困难的信

心和勇气。 此后， 当他在办报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 又带了这些自己认为很难处理的问题去向周恩

来汇报时， 周恩来又耐心地跟他谈了将近四个小时， 并再次帮助他明确了办报方针： “总的方针是宣传

抗日、 团结、 进步， 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 办出一份左、 中、 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 都欢喜看的报

纸。 你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 《生活》 的作风， 通俗易懂， 精辟动人， 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 讲国民党

不肯讲的， 讲 《新华日报》 不便讲的， 这就是方针。” 夏衍回忆说： “事隔四十年了， 但这一段话对我

是毕生难忘的教诲。” ［８］同时， 夏衍还从周恩来的言传身教中学会了如何很好地在文艺界开展党的统战

工作。 他说： “总理待人接物的周到细致， 事无大小， 坚决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 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

策， 这样的例子是多不胜举的。” “总理的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这是举党皆知、 举世皆知的， 可是，
在路线问题上， 原则问题上， 他却是针锋相对、 寸步不让的。” 在和周恩来相处的过程中， 夏衍真切地

感受到： “总理是最善于团结人的， 他团结了干部， 团结了民主党派， 团结了知识分子， 团结了港澳同

胞、 国外侨胞， 团结了世界五大洲的许多朋友。 任何和总理有过接触的人， 都会感到总理对他们政治

上、 工作上、 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但是他又很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弱点、 缺点和错误而及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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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进行善意的批评。 这是一种真正的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而进行的批评。” ［８］ 周恩来的这些高尚品

质， 是夏衍在与其接触中亲身体会到的， 并以此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其次， 夏衍从事外事工作， 完全得益于周恩来的悉心指导。 他说： “建国初期和 １９５５ 年以后， 我先

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 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 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 乔冠华等同志参

与过一些涉外工作， 开国初期， 我曾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但因陈毅同志不同意我离开上海，
我一直没有到任， 所以我从事外事工作主要是在文化部的十年。” 当他于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离开上海， 调任文

化部副部长时， 周恩来在他报到前夕专门约他谈话， 告诫他 “外事工作， 你就得从头学起， 不能掉以

轻心。 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 第一是三勤———勤学、 勤业、 勤交朋友。 工作的范围扩大了， 要学的东西

更多了， 要懂得业务更广了， 要交的朋友更多、 也更复杂了， 要学一点外国的历史地理、 政治经济，
要严守外事纪律， 同时要学一点外交艺术。 从广义上说， 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 朋友越多越好， 但

不能忘记内外有别。 第二是外事工作授权不多， 不能越权， 更不能越轨。 你开始做外事工作， 一定要

小心谨慎， 在对外活动中， 脱口而出讲错一句话， 考虑不周而做错一件小事， 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一次谈了三个多小时， 给我上了启蒙的一课， 也是终身难忘的教诲” ［９］ 。 此后， 在各种具体的外事工

作中， 周恩来又通过言传身教， 让夏衍逐步熟悉和掌握了外事工作的规律和方法， 懂得了如何正确运

用各种外交艺术， 并由此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位优秀领导者。 他曾先后担任中捷友好协会会长，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会长等职务， 在各项外事工作和文化交流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夏衍对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他在 《懒寻旧梦录》 的 “自序” 中曾说： 周恩来

仙逝时， 因邓颖超的关照， “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 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 很少流泪，
这一天， 我不仅流了泪， 而且放声大哭了一场。 这又使我回想起过去。 说实话， 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

同志， 我是逃不过 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５９ 年、 １９６４ 年这些关卡的， 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 ［１］（３）在夏衍的人生道

路上， 周恩来无疑是他的 “领路人”， 是不断帮助、 提携他的 “贵人”。 这种深厚的情谊， 夏衍始终铭

刻在心中。
潘汉年曾是夏衍的上级领导， 但因为两人性格相近、 关系亲密， 故而也可以说两人是兄弟。 他们彼

此交往最多， 相知也最深。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到 ４０ 年代末， 夏衍曾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过左

翼文化运动、 隐蔽战线的斗争和统战工作；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他们又一起在陈毅领导下参加了接管上海的

各项工作； 此后至 １９５５ 年， 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夏衍仍在其领导下分管上海文化工作。 两

人在长期的工作和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友谊也经历了各种考验。 夏衍孙女沈芸曾说， “很多

同时见过潘汉年和夏衍的人都回忆说， 他俩有相同的气质， 像是兄弟。 夏衍秘书李子云在 《记长者夏

衍》 中写得更有趣： ‘是因为他们都头发整齐、 穿着丝袜 （我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

也穿着丝袜）， 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儒雅风度？ 还是因为他们都对晚辈表现了那样亲切的关心与爱护？ 他

们之间有一种气质上的相近。 夏衍同志在休息日， 如果没有会议或外事活动， 不是去逛邮票商店， 就

是去潘汉年家。’ ” ［１０］从已经出版的 《岁月如水流去： 夏衍日记》 和 《春秋逝去的贤者： 夏衍书信》
中， 可以看到夏衍在一些日记和信件中记下的与潘汉年交往的各种真实情况， 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情

谊是真挚而亲切的。 同时， 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例如， 潘汉年被捕后曾有过一段假释

时期， 在此期间， 潘汉年夫妇曾经探访过老朋友孙师毅、 唐瑜等， 但为了避免给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

长的夏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夫妇便回避了与夏衍见面。 另外， 在 “文革” 中， 专案组为了审查

夏衍， 曾逼迫潘汉年写了一份数万字的关于夏衍的情况材料。 潘汉年虽然身陷囹圄， 却仍以实事求是

的态度， 撰写了一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材料， 由此也反映了潘汉年高贵的政治品质和对老朋友真诚负

责的态度。［１０］同样， 夏衍在 “文革” 中也被迫写过关于潘汉年的材料， 这些材料也经得起历史检验。
１９８２ 年 “潘汉年冤案” 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夏衍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 《纪念潘汉年同志》 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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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表达了他对这位尊敬的兄长、 老友的真实情感和高度评价。 他认为： “潘汉年同志就是在那种特定

的环境下， 在最前沿的阵地上， 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好党员。” “他是一个对党忠诚， 勇于

负责， 平易近人， 而且是严守纪律、 不自居功的优秀共产党员。” ［１１］ 这样的评价来自于他几十年来对潘

汉年深入而真切的了解与认识。
的确，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瞿秋白、 周恩来、 潘汉年、 夏衍等是一群在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等方面

颇为相似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党内构成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观。［７］（１６） 他们既具

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革命毅力和奉献精神， 又具有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人格品质和道德情操。
他们都出生在江浙地区， 江南文化滋养和哺育了他们， 使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 同时， 也因为他

们的传承与贡献， 让江南文化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

三、 夏衍的创作为江南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

尽管夏衍在各个历史时期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 也从事过多种社会活动， 但是， 他在本质上仍然

是一介 “书生” 和 “文人”， 并非是职业革命家。 与瞿秋白、 周恩来、 潘汉年相比， 夏衍无论在什么岗

位上， 无论担任什么职务， 都始终没有放下手里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之笔。 他能妥善处理好革命

工作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 坚持忙里偷闲， 挤出时间来写作。 他通过勤奋创作， 给后世留下了大量

的各类文艺作品， ２００５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１６ 卷、 约 ９２０ 万字的 《夏衍全集》 就是最好的明

证。 可以说， 在江南文化滋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夏衍， 又以其独具个性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为江南

文化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新的内容。
在夏衍创作的各类文艺作品中， 与江南文化直接有关的是他撰写的许多回忆和描写一批江浙俊杰

贤达的纪念散文， 由此他赞颂和弘扬了江浙文人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 例如， 前面所列举的那些著

名的江浙俊杰贤达中的大多数人， 夏衍都曾撰写过纪念文章。 除此之外， 他撰文纪念以及为他们的著

作写过序文的还有经亨颐、 陶晶孙、 章锡琛、 章汉夫、 王尘无、 于伶、 袁牧之、 应云卫、 周巍峙等一

批江浙俊杰贤达。 在这些纪念文章和序文中， 夏衍以朴实、 细腻的文笔既记叙了与他们认识和交往的

过程， 表达了自己对他们的人品及其作品的理解和评价， 也抒发了其内心真挚、 深沉的情感。 其中如

鲁迅、 周恩来、 洪深等人， 夏衍曾写过多篇纪念文章。 当然还有秋瑾， 这位在夏衍年幼时就曾深深感

动过他的 “鉴湖女侠”， 她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 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 为

此， 夏衍不仅写过 《秋瑾不朽》 的纪念文章， 而且还创作了多幕话剧剧本 《秋瑾传》， 作为秋瑾同乡的

柯灵又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 １９８３ 年， 黄宗江与谢晋合作， 在夏衍话剧剧本和柯灵电影剧本的基础上，
将其拍摄成传记片 《秋瑾》， 上映后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而使秋瑾的生平事迹和献身精神为当代更多的

青年人所熟悉与了解。
同时， 夏衍的电影改编也为江南文化的艺术化展现和多元化传播作出了新的贡献。 众所周知， 茅盾

的小说 《春蚕》 《林家铺子》 和鲁迅的小说 《祝福》， 经过夏衍改编后搬上了银幕， 这几部影片不仅影

响颇大， 而且也广受好评。 他之所以选择这三部小说作为电影改编的对象，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

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内容、 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描写的风俗人情等， 都是他十分熟悉了解的浙江地区的人

物和故事。 为此不仅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而且还可以根据电影改编的需要适当补充一些新的情节和细

节， 使影片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生动。
《春蚕》 是夏衍改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该片受到了当时电影界的高度重视， 曾专门为影片上映召

开了座谈会。 参会者认为： “ 《春蚕》 之出映， 无疑是 １９３３ 年影坛上的一个奇迹。” “这是新文艺作品搬

上银幕的第一声， 也可以说是新的电影文化运动一个发轫。” 夏衍当时在谈到为何要改编这部作品时

说： 因为自己幼年在家里曾帮助母亲养过蚕， 所以对小说所描写的蚕农生活很感兴趣。 同时， 觉得蚕

８



第 ６ 期 周　 斌： 夏衍与江南文化

丝问题和蚕农破产的问题很值得关注， 小说不仅真实、 生动地叙述了这些问题， 而且还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与农村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具有较普遍的社会意义。 为此， 他在改编时着

重发挥了剧作的教育作用。 而导演在摄制时也采取了 “纪录电影” 的方式， 较好地凸显了影片的纪实

风格。［１２］无疑， 改编拍摄后的影片一方面通过老通宝一家养蚕的遭遇， 揭露了随着日本等外国蚕丝和人

造丝对中国市场的侵占， 中国丝织业濒临破产的状况； 另一方面也真实、 细致地展现了蚕农们辛劳的

养蚕过程， 勾勒了一幅江浙一带养蚕业的农村风俗画， 普及和传播了江南蚕文化的有关知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 夏衍的电影改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并成为他进行电影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

他于 １９５６ 年改编了 《祝福》， １９５９ 年改编了 《林家铺子》。 《祝福》 作为纪念鲁迅逝世 ２０ 周年拍摄的

我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 在国内外广受欢迎和好评， 曾于 １９５７ 年获得第 １０ 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

利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１９５８ 年获得墨西哥国际电影周 “银帽奖”。 而 《林家铺子》 的艺术成就

则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认为它是电影改编的经典作品之一。 该片于 １９８３ 年获得第 １２ 届菲格拉达

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１９９５ 年获得中国电影 “世纪奖”。
对于为何选择这两部小说进行电影改编， 夏衍曾在 《杂谈改编》 《漫谈改编》 《谈 〈林家铺子〉 的

改编》 《对改编问题答客问》 《给谢添同志的一封信》 等文章和讲话中说过原因。 简括而言， 就是这两

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塑造的人物形象， 以及小说中描写的风土人情、 生活习惯等， 他都比较熟

悉和了解。 夏衍青少年时代在杭州家乡的生活积累和对江南文化的熟知， 使他在改编这两篇小说时生

发出许多创作灵感， 并补充了不少具体生动的生活细节。 例如， 《祝福》 开头叙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秋

冬之交， 他就知道这个季节江浙农家要做些什么农活， 所以他就增加了祥林母亲摘乌桕的动作； 因为

魏老二来做媒时， 祥林母亲在家里不能没有事做， 小说中可以不写， 但电影剧本却不能不用形象来加

以补充。 又如， 《林家铺子》 里写到要过旧历新年时， 也没有很具体的生活细节描写， 于是夏衍想到了

家乡过年时家家要供水仙花， 还会裹上一个红纸圈圈， 桌上的小茶碟也会摆上橘子等水果和各种糖果

点心。 于是他在剧本中就作了必要的增添。［１３］电影主要是通过视觉画面来叙事写人的， 所以对于影片拍

摄来说， 这些生活细节的增补是非常有益的。
同时， 夏衍在改编这两篇小说时还着重强化了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他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

础上， 又遵循电影艺术创作规律， 无论在环境描写还是人物塑造等方面， 都通过情节、 人物、 细节的

增删体现了一些新的创意， 不仅深化了作品的主旨内涵， 而且使人物个性也更加鲜明突出。 例如， 在

《祝福》 典型环境的营造上， 剧作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鲁迅笔下浓郁的江南乡镇景观和特有的风俗人情，
无论是对浙东偏僻小山村的描写， 还是对镇上鲁四老爷家居环境的刻画， 都体现了浙东地区的主要文

化特色。 同样， 在 《林家铺子》 典型环境的描绘上， 无论是对浙江杭嘉湖小镇地形风貌的描写， 还是

对小镇上各类商铺 （尤其是林家铺子） 商品陈设的渲染， 都凸显了浙北杭嘉湖平原和水乡的诸多特征。
特别是剧本结尾的描写： “一条溪水， 不太宽， 远山可以望见， 一片江南鱼米之乡。 一只脚划船在溪边

划过。 太阳灿然。 船。 林老板两手抱头， 在船舱里沉思。” 文字简洁， 特点鲜明， 既给导演的拍摄奠定

了基础， 也给其再创作提供了空间。 当夏衍和茅盾一起看过影片试片以后， 他又写信给饰演林老板的

演员谢添， 除了对演员表演提出一些建议外， 还特别指出： “这是一个苦难的岁月， 破产的小市镇。 所

以道具、 服装， 要防止富丽。 茅盾同志说， 小茶馆里的茶碗陈列得太整齐了， 桔子糖果也太丰富、 太

划一了一些。 已拍好了的可能很难改了， 对今后的场面， 要注意时代气氛、 政治脉搏和细节真实。” ［１４］

同时， 在典型性格的塑造方面， 夏衍也根据剧作主旨和叙事的需要， 对原著作了一些改动， 使主要

人物的个性更加突出， 形象更加鲜明。 例如， 夏衍在 《祝福》 中塑造祥林嫂的形象时， 增加了她最后

拿菜刀砍土地庙门槛的情节， 以此表现她对封建宗教的失望和对社会恶势力的控诉。 这一情节的增加

当时曾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 但多数意见是赞成这一改动的。 窃以为， 夏衍对原著人物这种改动的

生活依据可能来自于他的母亲， 因为他母亲既不念佛更不烧香， 有位远房亲戚送给她一串念佛珠子，
她丢在抽屉里从来没有用过， 而且一辈子也不曾跨过寺庙的门槛。 其母亲对宗教信仰的这种态度给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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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留下了深刻印象， 致使他在刻画祥林嫂的形象时很自然地表现了她最终的态度转变和决然反抗。 同

时， 原著中对贺老六的性格描写较简单， 夏衍在电影剧本里通过一些情节和细节的演绎， 丰富和发展

了这一人物形象， 使之成为一个勤劳、 忠厚的浙东山区农民形象， 在银幕上通过演员的再创作产生了

较大影响。 又如， 夏衍在改编 《林家铺子》 时， 对林老板的性格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调整， 较深

入地描写了其性格的两面性。 一方面， 林老板是一个被压迫者、 被剥削者， 他受到帝国主义、 官僚买

办资本家、 大商人、 大小军阀、 国民党官僚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与剥削； 另一方面， 林老板又是一个压

迫人的剥削者， 他可以压迫和剥削诸如农民、 小商小贩， 以及孤寡无依的朱三太、 张寡妇等更弱小的

底层民众。 也就是说， 林老板对豺狼是绵羊， 但他对绵羊则是野狗。 因为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所以夏衍没有把林老板写成一个十足的老好人， 没有让今天的观众对林老板有太

多的同情， 可以说既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也是完全必要的。［１５］显然， 这样的电影改编不仅适应了时代

发展的需要， 而且也使林老板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情绪更加复杂丰富， 使这一人物的典型性更加明显。
另外， 夏衍对于导演谢铁骊根据柔石的小说 《二月》 改编的电影剧本 《早春二月》， 不仅予以充分

肯定和大力支持， 而且还亲自动手对剧本作了很多修改。 之所以如此，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

为该小说和剧本所叙述的发生在浙东芙蓉镇的故事内容， 所描写的萧涧秋、 陶岚、 文嫂等人物形象，
以及小镇上的风俗人情等， 夏衍都十分熟悉， 所以他能执笔进行许多修改补充， 以使剧本更加完善。
据此拍摄的影片 《早春二月》 已成为谢铁骊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其清新、 细腻、 典雅的艺术风格历来

为人称道， 这其中也包含了夏衍的心血与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 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情文化， 是一种意境文化。 这样的说法是颇有见地的。 无疑， 夏

衍的文艺创作为这样的江南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美学元素和美学风格。 正如夏衍的老战友阳翰笙所说：
“夏衍同志是杭州人， 杭州出龙井茶， 看夏衍同志的作品， 有如在龙井茶中加上一颗橄榄， 喝起来是淡

淡的香甜， 微微的苦涩， 清芬、 隽永， 余味无穷。 这就是夏衍作品的风格。” ［１６］ 这样的比喻对夏衍作品

美学风格的概括是形象而准确的。 总之， 江南文化哺育了夏衍， 夏衍又为江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

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前贤往事， 尽成追忆， 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却将永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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